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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在今天看来这个是常识问题。改革开放初

期，在当时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很好 

落实的情况下，管好企业要靠“明白人”

提法一出来，却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引

发了一场讨论。

用“明白人”管理是提高

经济效益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时期，党中央决定加快工业

发展，狠抓企业整顿，任务是把遭受严重

破坏的企业管理体制、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等重新恢复起来，重新启用工程技术人

员、有经验的干部，对新工人进行文化、

技术双补课。当时企业存在很多问题，首

先是干部问题、班子问题，突出的问题是

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落实。

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明白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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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间的整顿也被称为“恢复性整

顿”。以北京市为例，彼时北京市国企改

革刚刚起步，企业班子成分复杂，水平参

差不齐，相当多的老同志和技术干部都还

没有回到领导岗位上，有些甚至还在车间

打扫卫生。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班子水

平的高低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班

子水平高，企业效益好；反之，企业效益

就差。企业大致有这么几类情况。一种是

企业由“糊涂人”当家，结果就是企业发

展滞后。例如冶金系统有一个小厂，领导

班子长期由一个自称是“老娘”的人当家，

一切事都由她说了算，她不懂业务，不讲

原则，不少事办得让人啼笑皆非，这个厂

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当时这样的企业为数

还不少。有些小厂还是“老大爷”“老大

妈”当家，橡皮图章和钥匙挂在腰上，来

个客人都要找厂长开抽屉拿茶叶，而一些

高校毕业生却在推车拉料，根本发挥不了

应有的作用。一种是企业认识到需要“明

白人”，却又埋没“明白人”。当时出现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北京汽车制

造厂有一位过去不受重用的技术员，被邻

市选拔走了，他设计改装了 130 型小卡车

的结构，产品备受欢迎，在竞争中把北京

的同类产品甩在后头。再一种就是认识到

“明白人”的重要性，也确实用到了“明

白人”，企业效益就好。例如北京半导体

材料厂由于起用一个被戴过“右派”帽子

的知识分子参加厂领导班子，改进了经营

方针，1981 年比 1979 年产量翻了三番，

利润增长 1.7 倍，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 

前茅。

实践证明，要想提高企业效益，推

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提高企业班子水

平，让专业人做专业事，靠“明白人”做

明白事。

“明白人”提法的正式提出

尽管“恢复性整顿”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从全国来看，这项工作的进展是不平衡

的，整顿得好的是少数。为了进一步贯彻

执行 1979 年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国民经

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高

经济效益，1982 年 1 月，党中央、国务

院决定用两三年时间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

进行全面整顿，明确提出进一步整顿和建

设企业领导班子，把优秀的、懂技术业务

的中青年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次

整顿也被称为“建设性整顿”。

这一时期的整顿中央层面上由国家

经委具体负责，袁宝华副主任主抓这项工

作。1982 年 4 月，袁宝华到北京市蹲点

调研，王大明当时主持北京市的工业企业

整顿工作，陪同袁宝华到近 20 家企业调

研。在调研过程中，两人多次进行交流。

袁宝华认为企业干部需要学习一些有关现

代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王大明认

同这一观点，并提出应当选择有知识、懂

经营、会管理的“明白人”管理企业。两

人达成共识。袁宝华认同“明白人”这个

提法，认为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干部要实现

“四化”的要求，也可以避免“唯学历”“唯

成分”“唯资格”等弊端，并鼓励王大明

在当年的全国企业整顿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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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全国企业整顿工作座谈

会在北京举行。翌日小组讨论会上，王大

明借用“明白人”这个词在会上进行发

言，汇报了北京市的调查情况。这个“明

白人”，不唯成分、资格、学历，就是政

治上明白、业务上明白。王大明指出，北

京市许多企业管理不善、效益很差，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干部文化、技术、业

务水平低。要提高经济效益，不按“四化”

要求整顿好企业的领导班子，班子里没有

几个“明白人”是根本办不到的。把这个

问题解决好，效果就大不相同，他还举了

北京橡胶十二厂的例子为证。

王大明的发言引起了会上的强烈反

响，来自省市的同志表示赞成，来自企业

的同志一部分赞成，一部分不同意，还说

了些风凉话：明白人？难道我们都是“糊

涂人”？！大会秘书处将王的发言以及各

种反映整理成第 3 期《情况反映》上报中

央，16 日便得到胡耀邦的批示。胡耀邦

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王大明同志根据实

际情况提出的这个意见十分中肯。现在有

些同志讲企业整顿时往往讲得太多太散，

抓不到关键。从企业基层单位来说，领导

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可以说是一个

关键性的问题。改革，整顿，提高经济效

益，扭转不良风气，无一不与正确解决干

部问题有关。吸收一大批拥护党的路线、

有知识、有闯劲、年富力强的‘明白人’

参加领导班子，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17 日，袁宝华在座谈会闭幕会上传达了

这一批示。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一场关于“明白人”的讨论

7 月 19 日，《人民日报》以胡耀邦的

这一批示作为编者按，摘发了王大明的发

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这一发言借着

报刊与广播广泛传播开来，一时间赞同者

有之，反对者有之，想不通者亦有之。

王大明接到了很多信，北京的、外地

的，拥护的、反对的，都非常多。有一封

信是北京第七机床厂共产党员、食堂管理

员王文秀写给王大明的。9 月 26 日，《北

京日报》刊登了这封信的摘要，并在编者

按中指出王文秀对企业领导班子必须配备

“明白人”的看法很有见地，反映了基层

干部和群众的心声。

王在信中开门见山，认为王大明所

说的“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经

济效益就能显著提高”，这话说得深入浅

出，十分中肯，十分在理，抓到了问题的

实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击中了要

害。接下来，王文秀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

的看法。一是在企业领导班子配备“明白

人”问题上，北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总

之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越快越好地

落实这项工作。这是时代的要求，是经济

战线职工的渴望。二是关于“明白人”的

标准，《人民日报》概括为“拥护党的路线，

有知识，有闯劲，年富力强”是很对的。

“明白人”不仅要有知识，年纪轻，关键

还要看有没有事业心，有没有干劲，有没

有进取心，有没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

观点。“明白人”应该是有知识、有觉悟

的知识分子，加上知识虽然不很高，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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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有事业心的人。三是关于“明白

人”的来路，完全靠上级派干部不行，完

全靠大专学校输送不够用，“明白人”还

是要从基层群众中挖掘。每个角落都有

那里的“诸葛亮”，每个地方都有那里的

“明白人”。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出好的

产品的单位，它必然同时出好的干部；出

不了好的干部的单位，它必然出不了好 

的产品。

支持者给王大明以慰藉，反对者也

让王大明思想上有了巨大压力。有人说，

用“明白人”不就是说没学历、没技术职

称的人都是糊涂人吗？更有人说，把知

识分子抬得那么高，不是打击工农干部

嘛！一些与王大明熟悉的工人朋友还给他

写信说，“王大明，你在我们一机床的时

候（1963 年，王大明曾在北京第一机床

厂下基层锻炼），跟我们挺好的，你现在

怎么替知识分子说话啊？你自己也是工人

出身，怎么看不起我们工人了？”王大明

还听说北京市各区县委书记有的开会都骂

他说，北京就出了一个“明白人”，就他

明白，我们都糊涂。那段时间他的日子比

较难过，下去区县搞调查，对方都不欢迎

他，压力可想而知。

关键时刻，邓小平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7 月 26 日上午，邓小平同姚依林、

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在谈到

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时指

出，“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第

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

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

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

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

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

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

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

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

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

“就像北京市王大明讲的，领导班子要有

几个明白人，企业才能有效益。”邓小平

的话一锤定音。后续袁宝华在企业整顿定

期交流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这场争

论才逐渐平息。

“明白人”讨论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转变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

管阻力较大，北京市仍对全市企业领导

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提拔了一大

《北京日报》登载王文秀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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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技术知识分子担任企业领导职务，对

北京市工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很

大推动作用。关于“明白人”一事，王

大明后来总结道：“这是改革的一个突破

口。我当时可想不了这么高，现在回忆起

来，这实际上是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和

耀邦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以领导班子的

调整为突破口，使企业成为有生产经营

意识的经济组织，从而推动了经济体制 

改革。”

这场“明白人”讨论实质上是真理

标准问题大讨论在经济体制改革战线上的

延续和体现。1978 年 5 月，《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了关

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一

直到 1981 年 6 月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通

过才算整体结束，其间各地还广泛开展了

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北京市首先恢复了

市委党校，开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

班。自 1979 年 5 月至 1982 年 7 月，共举

办了 37 期，参加学习的领导干部有 4597

人。又部署各区、县、局和高校、工厂、

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组织党委

领导成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进行补课。

这阶段的补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

起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从以

往思维框框中解放出来，而这也成为

此后支持“明白人”的思想基础。“明

白人”讨论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

统一。说它是必然的，是因为“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广泛传

播，深入人心，人们思想上的转弯必

然会体现在各个具体领域上。当时的

企业领导班子整体水平直接影响到经济效

益的提升，越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越

需要调整领导班子，选拔“明白人”。这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企业发展的正确经

验总结。说它是偶然的，是王大明的发

言引发讨论，进而推动了一系列政策的落

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已经

多次表明，在有些时候，一个观点、一篇

文章、一件事情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

有什么惊人的新东西，而在于它提出、发

表、发生的环境和时机，在于它对现实生

活的作用和冲击。”

这场“明白人”讨论还让我们充分

认识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

革命理论，就没有正确的革命运动”这

个真理。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不解决，就

无法更加有效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此后的历史发展同样给予了佐证。（责任

编辑 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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